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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现代艺术的译介工作在民国“黄

金十年”取得较大进展。本文从“黄金十年”的报

刊文献入手，从译介者、阐释者和反对者三方面分

析了毕加索在民国知识分子间的接受状况，进而还

原西方现代艺术在民国接受状况的具体侧面，揭示

译介过程的再塑造在西学接受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黄金十年，毕加索，立体主义，西

学东渐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art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during the “Golden Deca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newspaper literature of the “Golden Decade” and analyzes Picasso’s acceptance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translators, elucidators, and 

opponents. It then restores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modern ar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veal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haping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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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是年

内，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担任第一

任院长，负责全国教育和学术工作，进一步

贯彻落实其美育思想；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

会第一次大会召开，通过筹备国立艺术大学

的提案，同意在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第

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开始筹办，在蔡元

培、李毅士和刘海粟等人的努力下于1929

年4月10日在上海顺利召开。美术事业的建

设如火如荼地推进，为“黄金十年”的繁荣

奠下了基础：美术史的专著和教材初具规

模、学生群体对新兴的现代画派津津乐道、

各类报刊对新画派的引入工作不断深入、毕

加索的照片和作品开始被刊登在各类报刊

中、对毕加索进行专门性报道文章开始出

现，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较民国初期近乎

空白的状况取得了进步。［1］［2］

在此背景下，面对新兴但纷乱的西方现

代艺术，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的民国知

识分子会产生怎样的接受态度？本研究以此

问题为出发点，以毕加索为个案展开研究，

借此管窥“黄金十年”的民国知识分子对西

方现代艺术的接受态度。

一、如实地转述：理念玄深的艺术大师

1927年后，汪亚尘的《近代底绘画》

和《近五十年来西洋画的趋势》、郑锦的

《西洋新派绘画》、丰子恺的《现代艺术潮

流》、俞寄凡的《法国近代的绘画》等文章

相继发表，逐渐在中文世界中构筑起了西方

近现代艺术流派的基本框架。但面对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构建出这些框架的译介者们理

解起西方艺术的艺术流派依旧艰难。

1929年，丰子恺在《二十世纪的新艺

术》（图1）中直接表明了他对现代艺术的

不解，认为“看了立体派、未来派等的作

品，又觉得不知所云”。［3］但面对不解，

还是根据其生活经验对立体派的艺术意义进

行了揣摩：

他们描写人骑马，两只脚都看见，马

的肚子犹如玻璃制的……因了这乡下孩子

的 壁 画 的 暗 示 ， 我 似 乎 摸 着 了 对 于 立 体

派 绘 画 的 理 解 的 线 索 。 回 家 翻 开 比 卡 索

（Picasso）的画集来看，虽仍是不知所云，

但是“这种表现法是可以有的”的信念，从

此加深了。［4］

在丰子恺看来，立体派可能有与乡间小

孩相似的“自然观”，并且这种“自然观”

与以“透视法”和“明暗法”为原则构建起

来的“自然观”是不同的。因此，虽然不能

确定这一“自然观”引导下的画作的更深层

次的价值，但是如尊重儿童的天性一般，这

一“自然观”的存在应该被尊重。在表明自

己的不解和试图理解立体派的努力后，丰子

恺并未止于此，他还是按照阿波利奈尔的理

论对立体主义进行了引介，将立体主义分为

了科学的立体派、物理学的立体派、音乐的

立体派和本能的立体派。丰子恺对音乐的立

体派的描述如下：

音 乐 的 立 体 派 。 这 是 全 然 脱 离 现

象——视觉的物像的。到了这地步，绘画

的要素，对现实完全断绝关系了。这在艺

术家是完全的创造。与音乐的全部摹写现

1. 丰子恺《二十世纪的新艺术》

而不是素描是有先见之明的，素描的重要性

似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所下降，而颜色的

重要性却没有下降，而且可能有所增加。与

相对较新的专家意见相比，被皮莱评价的艺

术家和皮莱的总体评级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得

非常好。［20］皮莱“画家的天平”，无论是

为满足某些人，好奇地想知道每一位享有盛

誉的画家的价值程度，还是对于主观判断的

系统分析与比较更感兴趣的人，都无疑是提

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和有趣的可能性。

四、结语

古代各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在希腊产

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理想化艺术，诞生了像

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创作的《执矛

者》（Doryphoros）这般的伟大作品，但

它本身就是对人体比例进行长期研究的结

果。虽然皮莱把绘画定义为对所有可见物体

的模仿，即对自然的模仿。但并不是完全追

随变化的自然，而只是遵循自然偶然性的完

美状态。由于很难找到大自然的完美状态，

所以现代画家必须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进行

创作。皮莱认为画家应该模仿古典中的理想

之美，而不是对象本身。要避免让人觉得画

布上充满了摆放着一动不动的石雕人物。如

果古典主义被完全压制，不与自然界的活生

生的美感相融合，便会很危险。

理论家对定义明确的概念工具的探索，

总是与寻找词语来区分微妙图像质量的需要

相矛盾。而皮莱发明“画家的天平”是建立

在一个鲜明的推理基础上，即对自然的持续

尊重，并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古典主义的不

足之处。皮莱为美术批评建立了一个特别的

量化评价体系，总结了17世纪的艺术原则，

并将它视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品味的结束。作

为评论家，皮莱灵活且思想开放，本着皮莱

的精神，现代艺术批评理论发展也不应完全

取悦评论家自己，相信皮莱也会赞同继续探

索非常规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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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结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便再无展

开，然而“简单的结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

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如何成为立体主义其独

家的特质？立体主义的结构为何简明？内容

又丰富在哪些领域？这些具体问题皆被叶秋

原搁置。

林镛在《毕加索与毕加索主义》（图

4）的表述，所谓毕加索“一到立体派便豹

变了”究竟指的是什么？立体派的一半“其

脱壳从立体化解体变形”究竟作何解释？

“其他一半原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未

能在文中得到解决：

为立体派之生母的毕加索，一到立体

派便豹变了。因此，立体派的一半所有的

立体化，便与其脱壳从立体化解体变形，

一方面为当然的趋势，把立体派的其他一

半原理的同时性展开来。［10］

与上述观点不明或表述不清的文章不

同，华宾的《法兰西新画坛》简洁明了地对

毕加索进行了介绍，但《辟卡苏夫人像》究

竟是哪般？文中并未配图解释。且毕加索一

生所作不同风格、不同夫人的《辟卡苏夫人

像》多幅，文中“《辟卡苏夫人像》是新古

典主义的极作”也容易令人生疑：

毕 加 索 他 的 才 气 纵 横 、 一 时 无 出 其

右、他的不离的天才使他作出种种不同的

作品，如毕加索夫人像是新古典主义的极

作、最近他的作品、又可以看出入于新写

实主义的范围了。［11］

作为反启蒙理性的艺术流派之一，立

体主义其艺术理念本身便存在着诸多的荒诞

性、晦涩性和不可解性。加之不同理论家的

阐释，如阿波利奈尔的《美学沉思录》和

《艺术散论》、罗杰·弗莱的《毕加索》、

阿尔弗雷德·巴尔的《毕加索及其艺术50

年》《立体派与抽象艺术》等都对立体主义

有过分析和阐释）；不同艺术家实践倾向的

差异性和冲突性，如以德劳内为首的俄耳甫

斯立体主义重视作品的抒情性和音乐性，而

同时期以布拉克和毕加索为首的分析立体主

义则重视画面的形式秩序；以及立体主义艺

术家的发言的晦涩性，毕加索本人便是这一

代表，因此常被冠以“不善讲谈”“不谈学

理”的评价。［12］上述诸多因素都对国内知

识分子了解立体主义的理念提供了阻碍。最

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知识分子消化了这

些外国理论，对立体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

晰的理解，如王子云、倪贻德和林文铮，能

够清晰准确地概括出立体主义的艺术特征及

影响，并在国内进行译介工作。二是知识分

子未能消化这些理论，或如丰子恺一般如实

地保留着理论本身的晦涩，或如王溎、陈士

文、影梅和林镛等人一般，企图以昏昏之语

使人昭昭。

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的学习者艰难

地在良莠不齐的文章中了解毕加索，或者通

过昭昭之文把握到一些有关毕加索的真实情

况，并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通过一

些昏昏之文了解到毕加索，但是可能反复阅

读而不解，最终感慨立体主义理念玄深，甚

至怀疑自我，认为能力未到能够参悟这一流

派的地步。这些怀疑情绪、玄深难以理解的

感受也是读者接受的一种情况。然而毕加索

的艺术成就很难否定，因为已经有如此多的

文章对其进行阐释和歌颂，由此一个有着玄

深理念的艺术大师的形象便渐渐形成了。

二、试探性地阐释：“真美”和理性精神的

彰显

相较于保守的转述，一些知识分子更倾

向于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毕加索的意义进行阐

释。在已考据到的文章中，对毕加索的阐释

性理解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即关注毕加索

艺术中对内在精神（即“真美之精神”）的

表现和作品的形式秩序。

“真美之精神”于1919年由刘海粟在

《画学上必要之点》（图5）中提出。刘海

粟认为“真美之精神”是中西方艺术的最大

的差异（刘海粟原文：以言吾国，则不论古

代画派及现代人所习之西画，较之各国，差

度虽大，总不若此点差度之为尤。［13］）也

是建设好民国美术事业的关键因素（愚以为

工艺之良麻，关系于美育之盛衰，辄欲从绘

画上为根本解决。解决之道当为何？惟以真

美为基本而已。［14］）但真美之精神的具体

内涵究竟是什么？刘海粟将其归纳为在理法

中自然地释放天赋和本能：

天赋才能，各不相同，美者完全天赋之

本能，此西哲真、善、美三者一体说之所由

来也。

……

或曰：然则子于画学之教授，主自由涂

抹而反对定法，主意笔而废工笔乎？曰：非

也。吾所谓自由者，求理法中之自由，非理

法外之自由也。［15］

在刘海粟看来，中国传统绘画和近代

西洋画都以强制的技法限制了天赋才能的抒

发，提出“真美之精神”，实际上是对激发

和保留天性和本能的重要性的强调。但是，

刘海粟所谓对本能和天性的释放，必须是在

“理法”之内释放。所以他提出了“养成其

创造性与主动性”“养成其观察能力”“注

意光色变化之原理而证其观察力”和“须端

正其平日之习惯”共四条美术教学的原则。

对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强调放在第一条，其后

又用养成观察力、注意光色变化和倾向于自

然这些“写实主义”倾向的要求加以限制。

刘海粟有关“真美之精神”的强调，在写实

主义倾向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为表现性

和非写实性的倾向留了一定余地。

因此，所谓“真美”精神，实际上是指

民国知识分子在对毕加索的阐释中，对他作

品的内在性、非写实倾向的强调。因为在民

国知识分子的眼中，写实主义与科学精神联

系密切，而现代主义的抽象语言则很难用科

学解释。因此，立体主义的抽象语言被从各

种角度解释为“表达真美之精神”的产物。

虽然不同作者在不同语境中，对毕加索的阐

释可能与刘海粟的“真美之精神”并不完全

一致，但普遍倾向于将立体主义划作写实主

5. 刘海粟《画学上必要之点》

实的音响同样，立体派画家也不借现实的

形体，而描出所谓“纯粹美学”的一种构

成。皮卡比亚是属于这派的人。［5］

这段文字相较于对乡间孩童绘画的描

写而言显得较为晦涩，但仍可大致读出丰子

恺对所谓“音乐的立体派”的理解，即：与

音乐的抽象性相似，“音乐的立体派”也摆

脱了现实形体，追求“纯粹美学”的构成。

这里，丰子恺不了解他所谓的“音乐的立体

派”与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的联系，也不懂

这一流派实际上的创始人是德劳内和阿波利

奈尔，皮卡比亚仅仅是短暂进行过这一风格

的尝试。因此，丰子恺只能用“‘纯粹美

学’的一种构成”来作为“音乐的立体派”

的解释，因为如果要对“纯粹美学”进行更

进一步的展开，那么上文所涉及的种种知识

便成为不可不知的前提。

可以说，丰子恺在试图理解这些现代

艺术，但是遇到难以理解的“硬骨头”时，

便选择按照他所见之外国文本进行如实地翻

译。这种如实转述的态度构成了这一时期引

介外国艺术家的主流。叶秋原的《现代艺术

主潮》和《世界民族艺术之发展》、王子云

的《欧洲现代艺术》、王溎的《新兴艺术的

主将毕加梭氏》、影梅的《毕加索》、陈

士文的《比加索》、郑阿甲的《辟卡索先

生》、倪贻德的《近代绘画的代表作》、梁

锡鸿的《辟卡梭艺术的阶段》和《现代世界

名画家：三、碧加索》、林文铮的《由艺

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刘

海粟的《现代艺术》、德明的《最近世界

艺坛》、邵素贞的《近代欧画的趋势》、

Wiegand的《人物种种:当代两画家齐里科

和辟加索》、陈抱一的《辟卡梭》和《最近

巴黎画坛概观》、林镛的《辟卡梭与辟卡梭

主义》、施蛰存的《辟卡梭的艺术方法》、

华宾的《法兰西新画坛》、洛平的《马提

斯、卢柯、毕加梭、特朗访问记》等，都属

于这种如实转述类的文章。这类文章中，如

王子云、倪贻德、林文铮等皆行文清楚，观

点突出。王子云的《欧洲现代艺术》（图

2）对立体派的影响做了清晰地描述：

然而立体派作风，确是一种富有智慧

的艺术……举凡现代之建筑装饰、工艺艺

术，以及妇女时装、商店窗饰、零星图案

等，几无处不有立体派之踪迹。［6］

倪贻德的《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对立

体派的平面性因素和形式审美的解释也较

为到位：

这里不能详细说明立体派的理论，只

能简单地说一点，最初立体派的画家，主

张绘画为二种延长的艺术（长与广）。以

前的画家，加以第三延长（深），应用远

近法和瞒视法，是违反绘画的本性，所以

应排斥之。［7］

林文铮的《由艺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

艺术之趋势》（图3）则笼统而不失实地概

括了立体派背后的思潮脉络：

由18世纪卢梭之人权说，而19世纪末

叶尼采之超人观，都是解放的运动，亦即

是个人主义之进化。在艺术方面，也有同

样的倾向，到了20世纪初期的未来派立体

派等，可以说是解放到极点了。［8］

但并非所有作者对立体派的引介都能如

上述作家一般清晰。叶秋原的《世界民族艺

术之发展》中对马蒂斯、毕加索和皮卡比亚

等艺术家进行了介绍：

马蒂斯努力于以最经济的手段显示最

丰富的色调与结构，其他诸人，亦均以塞

尚奈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都以简单的结

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9］

叶秋原将立体派等人的艺术理念总结为

2. 王子云《欧洲现代艺术》

3. 林文铮《由艺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

4. 林镛《辟卡梭与辟卡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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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是在巴黎的艺术界造出一种特色

的……天才的数学家和他相识，他是根据

“X”“Y”的方法及对无限性的数学的极

数来说明世界的。这集合中不论哪一个，都

具有能刺激他人的理性的集合。［24］

倪贻德对毕加索的阐释中多次提及理

性要素，所谓“理智的清洒”“强力的理性

的透明”和“他是根据‘X’‘Y’的方法

及对无限性的数学的极数来说明世界”的表

述，都是为了毕加索作品中的理性要素。但

倪贻德这里的理性要素更倾向于画面的形式

秩序，而并非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精神。

总的来说，毕加索在民国知识分子的

阐释中被赋予了“真美之精神”的内涵，并

以此将其与写实主义艺术相区别，并通过这

种阐释赋予其作品意义，即：对成法的突

破、对内在真实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事物内在

精神的表现。［25］但这种阐释并不只针对毕

加索，是对这一时期现代主义艺术的普遍阐

释。换言之，通过对“真美精神”的重要性

的强调，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抽象流派获

得了在民国艺坛的生存空间，毕加索就是诸

多受益的艺术家中的一个。

因此，重视作品形式法则和构图秩序

的立体主义风格作品，往往都可以被视作表

现“真美精神”的代表，被视作释放天性和

本能的求真率性之作。但是，在对毕加索作

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时，作品对形式秩

序的追求不得不谈。因此，毕加索便被塑造

为既表现“真美之精神”，又重视理性精神

的矛盾的综合体。而这种矛盾性恰合了刘海

粟对“真美”的理解，即在理法中自然地释

放天赋和本能。而之所以用理性精神来对毕

加索的作品进行描述，一方面可能由于当

时并未发展出完善的中文系统来与西方的

Formal Order 相对应，另一方面可能是受

科学、理性精神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人们

很难列举出反对科学和理性的理由，因此以

这一概念出发对毕加索的意义进行阐释更容

易获得认同。最终，在民国知识分子的阐释

中，毕加索既与科学相区别，是表现“真美

之精神”的代表；又与科学相联系，是形式

法则和理性精神的拥护者。

三、反对者的视角：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的

操弄者

与试图理解毕加索的知识分子不同，反

对毕加索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较为鲜明。在费

成武看来，毕加索的作品便是一种故弄玄虚

的骗人话术（图8）：

他们根据几何学的观点，看一切物像，

把自然的实形改变到抽象的几何形体，这

是他们根本的理论。至于立体派绘画的技

巧，可以分为两种：平面的四方构成和立

方的构成，他们就定哪些名词——Cubisme 

Scientifique，Cubisme Physique, Cubisme 

Orphique 和Cubisme Instinctif，成为一套骗

人的术语。［26］

……

吹了一大套，还不过是图案上的一点原

理，所以与其说他是绘画，我以为还是说他

是图案来得妥当些。［27］

在徐悲鸿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是画商操

弄下的产物，并在不同文章中多次对毕加索

进行了攻击。1929年的“二徐之争”中，

徐悲鸿虽还未旗帜鲜明地反对毕加索，但是

已经开始对艺术中的商业炒作进行否定了

（图9），认为马奈、雷诺阿、塞尚和马蒂

斯的作品是因为“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才

能“震撼一时”：

动 物 如 排 理 （ B a r y e ） ， 虽 以 马 耐

（Mane t）之庸，勒奴幻（Reno i r）之

俗 ， 腮 惹 纳 （ C e z a n n e ） 之 浮 ， 马 梯 是

（Matisse）之劣，纵悉反对方向所有之恶

性，而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

一时，昭昭在人耳目。欧洲自大战以来，

心理变易。［28］

1935年1月在上海《大众画报》第15期

中刊载的《悲鸿漫谈》，便将毕加索作品形

容为狗屎，认为毕加索是受画商包庇的趋利

之徒：

彼辈类多伊斯莱之苗裔，多财善贾，

手段与方法灵妙莫能比……其敢抗议者必

多方设计，使其言议论不能发表，且联络

国际画商，令倾向趋于一致，得畅销其货

品以分利。其最大之力量，并勾结各国现

代美术馆主持人，上下其手，狡谋益逞。

故法国近塞尚、马蒂斯、薄奈儿，又比干

索、大冷、于脱理窝之辈，并日本人嗣治

等，皆受该类商人庇护，大亨其名，其作

品皆狗矢之类。［29］

1936年1月1日，徐悲鸿在《中国学

生》上发表的《艺术之品性》，将毕加索的

作品形容为粗制滥造，“硬捧他为杰作，当

然俗人之情”的产物：

苟有人赴罗马西斯廷教堂，一观拉斐尔

壁画，雅典派之《圣祭》。或见荷兰伦勃朗

之《夜巡》，虽至愚极妄之人，亦当心加敬

畏。反之倘看到马蒂斯、毕加索等作品，或

粗腿，或直胴，或颠倒横竖都不分之风景，

或不方不圆的烂苹果，硬捧他为杰作，当然

俗人之情。［30］

1947年，由于毕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反法西斯行为和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

的影响，国内对毕加索的介绍已经趋于政治

化，且以歌颂为主。但徐悲鸿在1947年9月4

日于《广播周报》中发表的《世界艺术没落

与中国艺术复兴》中，仍然坚持将毕加索的

艺术价值视为画商操弄的产物，现在之所以

能够在苏联留存，是因为他的政治功绩：

现在巴黎艺坛之红人，一为毕加索，一

为马蒂斯。马为40年前俄国资本家捧出来的

人，酷好美术，当时俄国有名画家如列宾、

苏里科夫、隋洛夫、来维当等的杰作几乎尽

为他所收藏。他生前即将他的收藏公之于

众，所以现在莫斯科的俄国美术馆，仍旧保

有他的名，此乃唯一资本家留传的名。因为

苏联共产党认为他对文化有功绩也。［31］

相较于毕加索的支持者在引入过程中对

毕加索的复杂阐释而言，反对者的观点清晰

明确至近乎武断。费成武将立体主义的形式

7. 尼特《立体主义及其作家》

义的对立面，并将其艺术风格解释为重视

表现内在精神最终导致了非写实倾向的画

风。持这种观点的有俞寄凡、鲁少飞和曾

鸣等人。

俞寄凡在《近代西洋画的精神》中，提

出了20世纪艺术有两大倾向的观点，即，由

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和由内心感受绘画的精

神，并作了如下表述：

后 者 之 倾 向 （ 即 头 脑 感 受 绘 画 的 精

神），是热情的绘画精神……不是“知”

的，而是“情”的，是由心之感激所爆发

而产生之绘画的精神，不是视觉的问题，

是怎样获得感受于心之感受性问题……毕

加索亦努力探求绘画的精神。［16］

在俞寄凡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是由

内心的情感爆发的产物，因此这些作品关

心的不是视觉的问题，而是内心的感受性

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下给予毕加索的抽

象画风以合理解释，即他是因为关注内心

感受、探求绘画的精神而摆脱了具象的，

因此欣赏他的作品不能靠视觉，而应依赖

内心感受。

鲁少飞在《西班牙的近代绘画》的表

述：“（立体派）尚是西班牙一种极灵敏的

团体，真正能够恢复古有的精神，他们这种

意志的作用，全在找觅一种感化力最活动的

优占势。”［17］和曾鸣在《最近碧加索的艺

术》的表述：“永远是他自己的感受性，魂

不断的兴奋、绝望的好奇心等，常存在他心

中，唤起无数实现和欢迎的关联，这个关联

他的即兴做了凄怆的样子，灵魂和年龄一

样，顺顺地进入幻觉之境，形容出他生命

的本质来，有神秘的表证，产生深奥的真

理。”［18］也都表现出了大致的倾向。

但“真美之精神”并非对毕加索唯一阐

释，对毕加索作品中的理性精神的强调也普

遍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各式报刊中，且常常与

“真美之精神”相伴随。如提出“真美之精

神”这一概念的刘海粟，其实在《论艺术上

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便做了如

此表述：

立体主义则要将艺术建立在纯理的、分

析的、哲学的上面。此是二派（另一派为偏

重表现主观情感的表现派——笔者注）不同

之点也。他们相同的一点，则为表现物体的

实体，而排斥物体的表面观念。［19］

在刘海粟看来，表现主义倾向于主观

情感，立体主义则建立在“纯理的、分析

的、哲学的上面”，但是二者相同点是关注

物体的实体，而非表面的观念。所谓“排斥

物体的表面观念”，实际上强调了表现主义

和立体主义对再现性要素的排斥，而“表现

物体的实体”，则可以理解为“格物致知”

式的，对感受到的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的表

现，其实也是“真美之精神”的表现形式的

一种。可见，在刘海粟这里，“真美之精

神”是立体主义的前提，而“纯理的、分析

的、哲学的”表现特点是建立在对“物体实

体”的感受的基础上的。

与刘海粟相似，强调毕加索“亦努力探

求绘画的精神”的俞寄凡，其实还作了这样

的表述：

此二种绘画的精神之表现能很明白的

区别。前者之倾向。是采取理智的绘画的精

神。发展而成为“立体主义”（Cubism）这

立体主义之先驱……全然是由理智的要求所

产生这便是立体主义。［20］

同一篇文章中，俞寄凡将立体主义阐

释为“采取理智的绘画的精神”的代表，但

是却将毕加索视作“探求绘画精神”的代

表，认为毕加索在意的“是由心之感激所爆

发而产生之绘画的精神，不是视觉的问题，

是怎样获得感受于心之感受性问题”。［21］

可见，在俞寄凡的观念意识中立体主义的理

性和毕加索对内在性的关注是并不矛盾的，

他们都是现代艺术的共同特征。通过他在

《近代西洋画的精神》一文中对库尔贝以来

的绘画精神的概括可知（图6），现代艺术

在他眼里都是沿着塞尚以来“主观之人格”

的倾向发展的，在“表现主观之人格”的倾

向下，才细分出“由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

和“由内心感受绘画之精神”，前者是理性

的，后者是感性的，但是二者都是对主观人

格的表现。

前文所言，李宝泉的《碧加索与特兰》

虽强调了立体主义继承了自塞尚以来“表现

的物的内心”的倾向，但是在该段话之前却

也作了这样的表述：

由于数学上对一切自然形态研究的结

论，是证实了最真实的一切自然底“原形”

都得在解析的几何体（Geometrie Analytigue）

之下各种几何形态组织成功。［22］

可见，立体主义的运用几何形体进行形

式秩序上的创作阐释，在李宝泉眼中是以数

学原理作为背书的。与李宝泉相似，倪贻德

在《现代十大画家评传》作了如下表述：

毕加索之所以为毕加索，而在巴黎画

坛上获得大名者，得力于此时代。但是最有

名的杰作，便是“毕加索夫人”那种有深味

的表现和理智的清洒的才能，的确是非凡

的……毕加索的超写实主义，具有强力的理

性的透明和敏锐的感觉的表现。［23］

以及其以尼特为笔名，发表的《立体主

义及其作家》（图7）中的表述：

当时的毕加索和集团的许多人交际着。

库尔贝之现实主义

莫奈之印象主义

夏凡纳之印象主义

塞尚之印象主义

客观的自然主义

主观的自然主义

依据主观的合目的之客观

客观的主观化

与塞尚的主观人格主义对立

由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

由内心感受绘画的精神

6. �俞寄凡在《近代西洋画的精神》对各艺术流派特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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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的作品无可避免地带有反启蒙理性的

集体无意识，存在着很多的不可解因素。而

“黄金十年”的中国正处于启蒙理性的高

峰，科学原理和理性精神的影响力巨大。在

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毕加索作为先进的西方

文化的组成部分被引入，但其精神内涵中的

反理性思潮却偏离中国主流思潮而不被需

要。面对这样的矛盾，其作品中的晦涩不可

解被翻译者如实引入，其作品中的反理性被

阐释为“真美之精神”被用来弥补“四王”

以来陈陈相因的中国画传统，其作品中的形

式秩序则与理性精神作了连结。在这样复杂

的阐释下，毕加索终于在中国立稳了脚跟。

抗战爆发后，“美术革命”的理想信念被

“美术救国”的现实需要所取代，政治立场

和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先于艺术价值。在这样

的变革下，毕加索的政治性身份取代其艺术

价值成为其在民国艺坛的新立足点，其作品

中的不可解部分则被藏在政治的外壳下不再

被谈及。

由毕加索在民国“黄金十年”中的形象

变化可以看出，对西方艺术的引介并不是简

单的翻译工作，它还涉及跨文化背景下对艺

术意义的重新阐释。每一时期所塑造出的毕

加索形象，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赋予了毕加索在中国艺坛生存的能

力和意义。在以往的接受史叙述中，对外来

文化的“消化”和“吸收”的部分往往更被

强调。但事实上，接受一旦发生，塑造也一

并发生。毕加索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其在中

国的塑造史。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艺术的引

入，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译，而是基于中国

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艺术发展状况等因

素做出的塑造性的引入。在这种塑造性的引

入中，凝结着不同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前

途、艺术命运和前途的深刻考量。在这种考

量中，外来艺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联系了起

来，最终赋予其在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这种

塑造性的引入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变形，但

正是这种变形赋予外来艺术在中国以存活下

来的生命力。在对这些变形的考据中，中西

文明的差异、知识分子对艺术前途和家国命

运的思考便清晰地显现出来。

注：文中出现辟卡梭、辟卡索、辟卡

苏、毕加梭、碧加索均为出版物中毕加索的

不同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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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7］。

［24］	�尼特：《立体主义及其作家》，《艺术》，

1933年第2期，第20-28页。

［25］	�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写实主义与近代科学联

系密切，引入写实艺术便意味着对近代科学和

经验主义精神的引入。而抽象艺术较难与近代

科学产生联系，因此“真美之精神”的阐释便

赋予其科学之外的另一重意义，即对成法的突

破、对内在真实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事物内在精

神的表现。

［26］	�费成武：《谈立体派绘画》，《校风》，

1935年第231期，第922-923页。

［27］	�费成武：《谈立体派绘画（续）》，《校

风》，1935年第232期，第926页。

［28］	�徐悲鸿：《惑》，《美展》，1929年第5期，

第1页。

［29］	�徐悲鸿：《悲鸿漫谈》，《大众画报》，

1935年第15期，第7-8页。

［30］	�徐悲鸿：《艺术之品性》，《中国学生》，

1936年第2卷第1至4期合刊，第67页。

［31］	�徐悲鸿：《世界艺术没落与中国艺术复兴》，

《广播周报》，1947年第261期（复刊第

六十五期），第7-8页。

［32］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绘学杂志》，

1920年第1期，第12页。

秩序归结为“图案之把戏”。这一评价虽是

针对立体主义发出的评价，但他的判断几乎

否定了所有带有抽象化、形式化特征的现代

派艺术。徐悲鸿从商业化角度出发对立体派

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欲加之罪”的

嫌疑。相较于传统的学院派艺术而言，现代

派艺术更加依赖商业画廊，而学院派艺术的

评价体系依旧是传统的沙龙体系。但不可否

认的是，学院派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都有商

业化的成分。在这一层面上，徐悲鸿避重就

轻地从商业化角度出发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

了全盘否定。

徐悲鸿和费成武为师徒关系，他们的

观点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以徐悲鸿为首的现实

主义的拥护者们对立体主义为代表的抽象派

艺术的态度。在主张“作物必须凭实写，乃

能惟肖”的徐悲鸿看来，西方学院系统中的

写实主义才是西画正统，各类现代风格不过

是新近产生的浮躁趋利之作，引入西方的传

统写实技巧是改良中国画凋敝状况的重要举

措，学习西方的现代派风格对中国艺坛而言

无异于饮鸩止渴。［32］徐悲鸿等人对现代主

义的反对，本质上来源于其对写实主义的推

崇。在对现代主义的态度上，徐悲鸿为首的

现实主义者们持消极的否定态度，吕澂、刘

海粟、丰子恺和鲁少飞等人则持相对积极的

态度，或支持先客观引进，或于现代主义的

作品中阐释出其对中国艺坛的意义。基于美

术创作引发的争论很难有定论，因而在对现

代主义的价值的判断上，拥护者和反对者们

产生了长足的争论。就徐悲鸿和费成武而

言，无论将立体主义定性为装腔作势的图案

把戏、商人逐利炒作出的浮躁之作、抑或是

迎合大众庸俗审美的粗陋作品，徐悲鸿和费

成武都未上升至政治立场的高度对毕加索进

行否定。后期毕加索因为其政治身份而饱受

推崇，但徐悲鸿仍是从艺术创作立场出发对

其给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毕加索的艺术价

值并不能与出于政治立场而赋予其的崇高威

望相匹配。

四、结语

“黄 金 十 年 ” 中 ， 民 国 知 识 分 子 从

各个立场对毕加索进行了引介和讨论。在

强调如实转译的译介者的影响下，西方语

境中对立体主义理念晦涩玄深的表述同步

出现在中文语境中，加之译介过程中的失

真，进一步导致了中文语境中的毕加索形

象的难以理解。与此相矛盾，知识分子对

毕加索的译介行为赋予了毕加索在中文世

界中的权威性，加之毕加索在西方艺坛不

容忽视的影响力。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一个有着玄深理念的艺术大师的形象便渐

渐形成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

对毕加索做出了颇具个人感悟的演绎。毕

加索艺术创作中的直觉要素和形式要素被

阐释为“真美之精神”和理性精神。这种

阐释迎合了民国画坛对新艺术的期待，塑

造出了既能以真性情反“四王”以来陈陈

相因的艺术传统，又具备科学、理性的先

进思想的立体主义艺术。在这种阐释下，

毕加索被接受为运用科学法则表现真性情

的艺术大师。与上述两者不同，毕加索在

反对者眼中变成了“卖画商人之操纵宣

传”和“图案之把戏”的产物。反对者眼

中的毕加索形象，也构成了“黄金十年”

中毕加索接受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黄金十年”在

炮火声中进入尾声，美术事业的建设被迫搁

置，“美术救国”开始取代“美术革命”成

为新一阶段美术事业建设的重心。在这样的

背景下，无论是“真美之精神”的赞扬性说

法、还是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的批判性说法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

脱离实际的“象牙塔”之谈。基于美术创作

立场给出的评价逐渐被基于民族立场、政治

立场给出的评价取代。正如徐悲鸿所言，随

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毕加索的声望更多地来

源于其反法西斯的行为和共产党员的身份，

所谓“真美之精神”、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

的说法都被隐没在这一光芒之下。当毕加索

的威望来自政治而非艺术，更进一步地挖掘

和理解毕加索的艺术理念也变得不再重要，

如实转译的研究性文章被出于政治立场的赞

颂性文章取代，因而“黄金十年”存留下的

如实转译的晦涩文本便被视为对毕加索的客

观叙述而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些文献和毕加

索的政治威望的共同作用下，毕加索被塑造

为颇具影响力的、理念晦涩艰深的反法西斯

艺术家。毕加索的新形象颇具政治色彩，不

再具备此前的可争鸣性。在此之后，毕加索

的艺术价值不再受到质疑，但其艺术作品中

的晦涩思想却再未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厘

清，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掀起新一轮的

译介热潮后才开始好转。

毕加索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之

8. 费成武《谈立体派绘画》 9. 刊载徐悲鸿《惑》的《美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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